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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马 强，曾维英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 出土文物作为“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

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

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

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

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

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

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

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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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 世纪初王国维提出著名的 “二重

证据法”以来，以地下出 土 文 物 与 传 世 历 史

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历史复原与解释，已

经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一个普遍采用的科学方

法，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不例外。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地理研究而言，大量载有

文字和图画的古旧地图、简牍、文书、墓志铭

等更是因其保存史料原始性的特点受到历史地

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出土的各类文物不断成为

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资料，并且开拓出若干历史

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如丁超所说: “近年来出

土的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荆州松柏木牍、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等 ‘第三重证据’中携

载的人文地理信息得以重见天日，大大推进了

对历史政区、疆域地理和历史地名学研究。为

相关领域 ‘旧命题’注入新活力，是发展的

新契机。”①

整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

史地理论著中，探讨出土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

的学 术 专 著 虽 然 不 多，但 引 人 注 目。黄 盛 璋

《历史 地 理 与 考 古 论 丛》② 收 录 了 作 者 1949—

1979 年间有关历史地理与考古的相关文章，对

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物涉

及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其 《历史

地理论集》也有部分文章涉及对历史文物的考

论。晏昌贵《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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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者关于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历史地

理研 究。① 马 强 的 《出 土 唐 宋 石 刻 与 中 古 社

会》② 及其新近出版的 《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

理研究》③ 也是充分利用出土唐代墓志研究资

料研究唐代社会与历史地理的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 立 以 来 新 出 土 的 文 物

种类丰富，数量 繁 多，以 其 为 史 料 进 行 历 史

地理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相关文章可谓汗

牛充栋。我们认为对这一时段的相关学术史

进行历史回顾与总结，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

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历史

地理学的历程与特征，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对

大量出土文物的科学价值及其与历史地理学

关系的新认识。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已

有一些专题回顾综述。傅举有 《长沙马王堆

汉墓研究综述》 ( 上) ( 下) 、余斌霞 《马王

堆汉墓 〈地 形 图〉综 述》、阎 盛 国 《近 三 十

年来 有 关 简 牍 与 历 史 地 理 问 题 研 究 综 述》、

陈呈 《近二十年来唐代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述评》、曹印 双 《近 二 十 年 陕 西 学 者 对 唐 代

墓志的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对一些代表性出

土文物进行了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但多为某

一部门和专题的研究回顾，所涉及时段也都

较短，难以全面反映 70 多年来出土文物与历

史地理相结合的研究全貌。本文以综合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学术界在出土

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

为宗旨，力图全 面 回 顾、分 析 这 一 时 期 出 土

文物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成就、特征和

发展趋势。

一、青铜器铭文与历史地理研究

鄂君启节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行商

的通行凭证，1957 年于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

分为《舟节》《车节》两类。鄂君启节是迄今我

国发现最早和最为完整的有关战国楚地运输制度

记载的出土文物，一经出土就引发了历史地理学

者的关注，引领了后来学者利用各种出土文物进

行历史地理研究的热潮，也是新中国较早利用出

土文物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题讨论。

关于对该铭文的释读一直是鄂君启节早期

研究的焦点。最早对鄂君启节做出全面讨论的

是郭沫若 《关于 “鄂君启节”的研究》④ 和殷

涤非、罗长铭 《寿县出土的 “鄂君启金节”》⑤

二文，其后又有商承祚和于省吾从古文字学角

度对鄂君启节进行全面梳理。⑥ 经过他们的研

究，铭文的通读已经不成问题，其后学者们更

多转向对铭文所载战国楚地地望之考证，与历

史交通地理研究相关的地理方位与交通路线复

原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

谭其骧与黄盛璋就鄂君启节的交通路线复原

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可见谭其骧《鄂君启节铭

文释地》《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二

文与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

的复原问题》《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

理问题》《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诸文。⑦

李家浩、何仪琳、陈伟也有相关论述。⑧ 除了中

国学者外，日本学者佐藤武敏与船越昭生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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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文讨论了鄂君启节的地理问题。① 在学者们

的交流与努力下，鄂君启节舟节和车节的路线通

行问题大致取得了共识。20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与刘彬

徽、刘长武编《楚系金文汇编》整理收录了鄂君

启节的发现、释文和部分研究情况。② 虽然近年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性文章减少，但仍有部分学

者对鄂君启节所涉地理问题进行了补充与澄清，

如张后铨《鄂君启节价值与东鄂地望考略》，晏

昌贵、郭涛 《〈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

题》，徐少华《鄂君启节与战国中期的楚国疆域

形势》等，③ 使得鄂君启节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更加完整，其史料价值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运输 制 度 与 税 收 制 度 的 考 述 上，陈 伟

《〈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首次论及

运输航线可能与楚地开发相关联的问题，其

后徐少 华 《从 鄂 君 商 贸 析 战 国 时 期 的 关 税》

也通过鄂君启节铭文 “五十乘”推测战国时

期楚国境内交通沿线普遍设置关卡，用以征

收关税。

青铜 器 铭 文 研 究 代 表 作 有 李 学 勤 先 生

《殷代地理简论》。该书用甲骨文材料和金文

材料讨论了殷商王朝的政治结构、疆域面积、

主要城市位置和山川名称、殷商时期的主要

方国 以 及 这 些 方 国 与 商 王 朝 的 关 系 等 等。④

《新出青铜器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

著作收录了李学勤先生近几十年来所写的关

于中国古代青 铜 器 和 甲 骨 文、金 文、简 帛 的

相关研究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生在出

土文献方面的学术关注点和新见解。⑤ 李学勤

先生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

的研究方法及结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出土古代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出土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自然地理要

素和社会经济要素，对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

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是

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工具和珍贵史料。目前，

出土地图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围绕马王堆汉墓

出土地图与天水放马滩木牍展开。

( 一) 马王堆汉墓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1972 年马王堆汉墓发掘和出土珍贵文物达

三千 多 件，其 中 马 王 堆 三 号 墓 的 《地 形 图》

《驻军图》自出土以来引发广泛关注，学者们

从多角度对该地图展开了研究，尤其是从历史

地理学角度的研究成绩显著，相关成果多收录

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 《古地图论文

集》中。⑥ 1975 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

《文物》上发表了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地图的整理》一文，首次介绍了 《地形图》的

修复整理情况，对地图区域、比例尺以及地图

所示水系、地貌居民点、道路等内容进行了介

绍，并认为该图表明了我国 2100 多年前地图科

学的蓬勃发展和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⑦ 其后，

张修桂认为《地形图》在水道、陆路交通等方

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意见。⑧ 马王

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驻军图整理简报》详细介绍了驻军图的相关

情况。

对于地图的命名和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看

法。《地形图》之名由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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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图本身绘有山脉、水系、交通线、居民点

四大要素的特点而暂定，后来为学术界所通用。

谭其骧源于对地图中 “深平”的高度关注，认

为应该定名为 《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

单先进认为应当定为 《长沙国舆地图》; 张京

华则根据地图中九嶷山和相关内容推断 《地形

图》并非舆地图，而可能是指导舜陵祭祀的行

程路线图， 《驻军图》应该为舜陵祭祀的警

跸图。①

长沙国南 界 问 题 是 《地 形 图》研 究 的 重

点。此前因为文献记载不详，关于长沙国与南

越国的分界一直是学术界热切讨论却悬而未决

的问题， 《地形图》的发现对此问题的认识有

着重要的价值。谭其骧结合地图与文献，重新

划定了二者之间的边界为 “西起秦汉零陵县西

南，东南行穿灵渠，越海阳山、都庞岭，经图

中□鄣约今江永县治之南，循今湘桂省界折南

折东，又东经连县南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

乐昌峡，折东循今湘粤省界 踰 大 庾 岭 至 横 浦

关”。② 梁国昭认为谭其骧所划边界 “相当具体

而又有创见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四点修改

意见。③ 张修桂经过对 《地形图》深入分析后，

也划分了一条长沙国南界。④ 总之，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 《驻军图》和 《地形图》，解决了

因传统史料疏漏不全而不能确定长沙国南界的

问题，显示了出土地图在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

的珍贵价值。谭其骧在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

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中就汉初行政设

置中县乡两级的历史问题 进 行 了 论 证，强 调

《地形图》在补史证史问题上具有重要史料价

值。⑤ 傅举有、曹学群等也围绕地图中所示居民

信息，对汉代县乡行政区划进行了研究。⑥

《地形图》所 示 古 今 地 名 研 究 成 果 颇 丰。

如对“封中”性质和今址的研究，学者们各有

看法: 谭其骧认为 “封中”为长沙国所辖; 马

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认为 “封中”指当时南

粤国内的封阳地区; 何介均和张修桂认为 “封

中”指“封阳”和 “中宿”地区; 傅举有则认

为指的是南越国和长沙国交接地带; 陈乃良认

为指封水上下左右一带; 娄雨亭认为 “封中”

为“封略之内”之意，用来标记说明南岭外有

部分地区统属于长沙国内。⑦

谭其骧对《地形图》所示的几条水道名称

的演变过程做了推究，并指出 《地形图》中的

水道注记是弥足珍贵的古代地理资料，比秦汉

史籍记载更加详细准确。⑧ 王子今发掘了 《地

形图》的交通史料价值，认为 《地形图》能判

读的道路有 20 余条，各居民地和乡里间都有道

路相连，证明了当时对交通联络的重视，精密

的水系也能反映当时的航运条件。⑨

( 二) 天 水 放 马 滩 木 板 地 图 与 历 史 地 理

研究

天水放马滩地图于 1986 年出土，是继长沙

马王堆地图之后我国发现的又一珍贵实物地图。

何双全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瑏瑠 和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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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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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 年第 2 期; 单先进: 《年代最早的地图———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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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 6 辑，长沙: 岳麓书社，2009 年。

谭其骧: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梁国昭: 《汉初南越国北界及有关问题》，《热带地理》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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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傅举有: 《有关马王堆古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2 年第 2 期; 曹学群: 《关于马王堆古地图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考古》1994 年第 4 期。
谭其骧: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长沙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 年第 2 期; 何介钧: 《马王堆汉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2 年; 张修桂: 《马

王堆出土“地形图”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探讨》，《历史地理》第 5 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傅举有: 《有关马王堆

古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2 年第 2 期; 陈乃良: 《封中及其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广东社会科学》1988 年第 4 期; 娄雨亭:

《释马王堆〈地形图〉之“封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年第 2 辑。
谭其骧: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王子今: 《马王堆汉墓古地图交通史料研究》，《江汉考古》1992 年第 4 期。
何双全: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文物天地》1988 年第 6 期。



仲民《谈木板地图》① 两文最先提及了放马滩

地图的情况，随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

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②

报告，全面介绍了墓葬与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出版了 《天

水放马滩秦简》，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引

发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推动了天水放马滩地图

研究取得丰硕成果。③ 雍际春 《天水放马滩木

板地图研究》是第一部研究天水放马滩地图的

学术专著，内容丰赡、论证博洽、观点平实，

也是运用考古发掘所得的古代地图资料，另辟

蹊径，开展古史研究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④ 张

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也收

入了相关研究成果。⑤ 还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地图进行了专题研究，现总结如下。

历史地理学者关注到了放马滩地图在历史

政区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对天水放马滩地图的

编缀组合和所显示的政区范围进行了激烈的讨

论。何双全最早对地图进行了编缀组合，将六

幅地图分为东西两部分，然后组合成全图。他

的研究为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

部分结论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如曹婉如、

张修桂。⑥ 目前，由于学者们对于六幅地图的组

合编缀尚未取得共识，所以对地图所反映的政

区也存在着观点差异。何双全认为地图所示范

围主要在天水市内渭河流域; ⑦ 曹婉如认为地图

所示范围主要区域在嘉陵江上游地区; ⑧ 张修桂

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部分质

疑。他认为地图应该分成两幅图组进行看待。⑨

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瑏瑠 雍际

春将其分别总结为 “天水市渭河流域说” “嘉

陵江上游地域说”“渭河、花庙河流域说”“藉

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瑏瑡 以上是地图发掘后

一段时间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近 20 年来，

雍际春、潘守正、屈卡乐也各自提出了地图编

缀的新方案和对政区范围的新认识。雍际春通

过复原水系和对地图比例尺的分析，提出放马

滩地图新的组合编缀方法，认为地图所绘区域

以今天水为主，并提出了历史地图复原问题的

七条原则。瑏瑢 潘守正认为地图所绘地域东至陇东

西麓，西至华家岭东麓，南以秦岭为界，北至

葫芦河上源。瑏瑣 屈卡乐研究认为地图所绘区域主

要包括放马滩南北两侧的东柯河、永川河和花

庙河一带。瑏瑤 祝中熹认为各幅图涉及范围在其方

圆 150 里内，显示的是今甘肃省天水县中南部

地区。

放马滩地图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自然地理

信息和历史人文地理信息，引发学者们对其性

质进行热烈讨论。何双全根据地图的内容与用

途，将其归类划分为 《政区图》 《地形图》和

《经济图》。瑏瑥 雍际春将其归纳为《政区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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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交通物产图》。① 潘守分为 “草图”和

“正图”，前者突出自然植被、物产、道里等内

容，后者突出建制单位名称。② 屈卡乐认为放马

滩地图中所绘山川形势、道路、关隘、林木等

类似居延汉简的 “蓬火图版”，是作者进行军

事勘察的记录。③ 朱玲玲注意到放马滩地图中有

三幅绘有森林资源分布与砍伐的注记。④ 王子

今、李斯在 《放 马 滩 秦 地 图 林 业 交 通 史 料 研

究》一文中认为放马滩地图中蕴含丰富的林业

史料，可以通过地图中有关木材、植物、道里、

交通线、关隘等内容体现，有益于考察当地生

态环 境 史 的 面 貌。因 此，放 马 滩 地 图 可 称 为

“林区图”或“林区运输线路图”。⑤

地名研究也是放马滩地图的重要研究专题

之一。放马滩地图中的注记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社会经济要素，如居民点、道路、建筑物

等; 二是自然地理要素，如山脉、河流、森林、

关隘。⑥ 目前学者们仅对部分地名进行了研究。

一是 “邽丘”。何双全最早在 《天水放马滩秦

墓出土地图初探》中提出 “邽丘”即治邽县的

观点。此文发表后影响很大，尔后相关研究大

都以此结论为基础展开。⑦ 后来雍际春、潘守正

也持“邽丘”即邽县治所的看法。⑧ 但是此观

点也遭到了质疑，岳维宗 《论天水放马滩秦墓

地图中的“邽丘”非指邽县》和徐日辉 《“邽

丘”辨———读天水 〈放马滩秦墓出土简图〉札

记》二文都认为此说不能成立。⑨ 曹婉如认为

地图中的 “邽丘”为 “邸”，实为西汉氐道，

即今陇南徽县太白镇附近，陈长琦 《天水秦简

〈墓主 记〉》一 文 赞 同 此 观 点。瑏瑠 二 是 对 注 记

“略”的解释。何双全认为注记 “略”是今天

水市清水县贾川一带，张修桂、雍际春则认为

注记 “略”即 西 汉 的 略 阳 道， 潘 守 正 认 为

“略”在清水县红堡乡。瑏瑡 此外，张修桂、雍际

春、潘守正、刘劲、屈卡乐等还对 “珂” “燔

史闭”“广堂”“故西山”“闭”等地名进行了

讨论。瑏瑢

三、简牍材料与历史地理研究

“简牍”是指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

字的竹简、木牍、竹牍等，人们惯称简牍。我

国简牍出土的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为古代到 20 世纪以前，出土简牍都是偶

然发现，几乎没有实物存留; 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有楼兰尼雅简牍、敦煌前

期汉简、罗布绰尔汉简、居延前期汉简以及部

分新疆地区出土简牍等，出土地点集中在 西

北，出土实 物 也 多 流 散 于 海 外; 第 三 阶 段 为

20 世纪下半叶至今，出土简牍从数量和种类

上大大超过前两个阶段。此时期出土的楚简主

要有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

物馆藏楚简等; 比较著名的秦简有云梦睡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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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婉如: 《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 年第 12 期; 陈长琦: 《天水秦简〈墓主记〉试探》，

《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文物》1989 年第 2 期。
何双全: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 年第 2 期; 张修桂: 《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

地图研究》; 雍际春: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 潘守正: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组并、释解及反映的史实》，自潘守正: 《天水地

方史略记》。
张修桂: 《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 11 辑; 雍际春: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

究》; 刘劲: 《天水放马滩秦国木板地图刍议》，《丝绸之路》2011 年第 6 期; 屈卡乐: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释》，《自然科学史

研究》2013 年第 4 期。



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龙岗秦简、江陵

王家台秦简等; 汉简数量最多，先后有武威磨

嘴子汉简、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牍、居延新简、江陵凤凰山汉简、敦煌后期

汉简、江陵 张 家 山 汉 简、连 云 港 尹 湾 汉 墓 汉

简、敦煌悬泉汉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

牍以及其他汉简; 吴简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最为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考古

工作越发重视，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文物得

到了科学发掘和妥善保护，并组织了相关专家

及时整理和研究相关简牍。20 世纪 70 年代银

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竹简、居延新简、云

梦睡虎地秦简相继面世后，国家文物局邀请唐

兰、商承祚、朱德熙、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学者

与各地博物馆的研究者们一起成立了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睡虎

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等若干整理小组。1978 年

成立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专门对简牍、敦煌

文书、吐鲁番文书等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发表

了一大批整理成果，编撰了 《出土文献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等多种专题论文集。① 90

年代，简帛研究中心成立， 《简帛研究》及

《简帛研究译丛》出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

也设有汉简研究室，出版简牍研究论文集。台

湾、香港地区也有相应机构和成果。总而言之，

近 70 年来简牍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

逐步迈入了更高的层次。学者们也得以利用整

理成果及时开展相关历史研究。

随着一批批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通过中

外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战国秦汉历史研究得以

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尤其是在法律制度、军事

制度、赋役制度和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空前

的进展。简牍由于书写材料质地相较于纸、帛

等更为坚固，也更易于保存和流传。同样，也

因为没有经过后人辗转抄写，出土简牍一般保

持着最原始的书写状态，就这点来讲，近年来

出土的简牍，是已有的任何文献都不能代替的，

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中古以前历史的珍

贵材料。

( 一) 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

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简牍，给断代政区地

理特别是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带来了新资料，注

入了新活 力。最 典 型 的 是 里 耶 秦 简 中 “洞 庭

郡”和“苍梧郡”的记载给原已成定论的秦郡

体系带来了新冲击，一经发现便引发研究热潮。

据学者统计，从 2002 年里耶秦简发现至 2005

年底，学术界相关讨论文章就已经近 30 篇，内

容涉及里耶秦简的发掘情况、学术价值评介、

释文和具体地名、职官、法制、邮行等方面的

研究。② 围绕“洞庭”“苍梧”等郡县展开的历

史地理研究也不断出现。张春龙、龙京沙 《21

世纪重大考古发现: 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

史》较早关注到简牍中的 “洞庭郡”的记载，

判定秦时有洞庭郡的存在，认为这在 《史记》

《汉书》中没有记载，因而改写了秦史。③ 赵炳

清讨论了 “洞庭”的地望，楚洞庭郡的设置、

郡治、范围以及演变，认为秦洞庭郡是因循楚

洞庭郡名而来，公元前 222 年，楚洞庭郡灭亡

秦洞庭郡即始设置。④ 徐少华、李海勇: 《从出

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

与地望》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所载政区

资料出发，探索了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

建置和地望情况。⑤ 陈伟 《秦苍梧、洞庭二郡

刍议》、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赵炳清 《秦

洞庭郡略论》、钟炜 《楚秦黔中郡与洞庭郡关

系初探》诸文也都就新发现的洞庭、苍梧诸郡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周宏伟在 《传世文献中

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一文中否认了前述学者

们承认的传世文献中没有 “洞庭郡”的记载，

认为里耶秦简中出现的 “洞庭郡”在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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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出土文献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年;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 文物出版

社，1989 年。
凌文超: 《近年来龙山里耶秦简研究综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张春龙、龙京沙: 《21 世纪重大考古发现: 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中国国家地理》2002 年第 9 期。
赵炳清: 《略论“洞庭”与楚洞庭郡》，《历史地理》第 21 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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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战国策》中有记载。① 晏昌贵 《里耶秦简

牍所见郡县名录》辑录整理了 2014 年前已公布

简牍所见的郡县名目，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

提供了极大便利。② 总之，里耶秦简的发现意义

重大，引发了秦代政区地理的新热潮，如张春

龙、龙京沙等评价道: “里耶秦简的出土为了解

秦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全景式

思维空间。同时，它也将改写和填补 《史记》

《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空白，从根本上改

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利用其他简牍资料进行政区地理研究的成

果也很丰硕。吴昌廉利用居延汉简，周振鹤利

用尹湾六号出土木牍，游逸飞综合利用张家山

汉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对秦汉政区进

行了综合研究。③ 在侯国政区研究方面，马孟龙

考证了荆州纪南松柏汉墓木牍所涉轪侯国，阐

明了其地望。杨振红对长沙吴简中的临湘侯国

辖乡进行了考证分析。州郡级政区研究成果颇

丰，尤其是利用简牍资料对楚国州郡进行研究。

罗运环依据包山楚简说明了 “食税州”的辨别

方法。④ 谢桂华、苏卫国、孔祥军、黄浩波分别

利用尹湾汉简、荆州纪南松柏木牍、肩水金关

汉简与悬泉汉简对汉代的东海郡、江夏郡、太

常郡、淮阳郡进行了研究。⑤ 袁延胜、李炳泉、

邓玮光利用荆州松柏木牍研究了南郡政区的变

迁。⑥ 彭浩指出河堤简中的县级行政机构所在;

晏昌贵尝试根据张家山汉简的记录复原吕后二

年的政区; 王彦辉依据里耶秦简分析秦朝迁陵

县的九曹; 后晓荣则综合利用秦汉玺印、居延

汉简等补充了 《汉书·地理志》中的九个县。⑦

另外，冯小琴对邑、后晓荣对汉代 “道”进行

了研究。⑧ 基层政权如“乡”“里”的研究成果

较少。鲁鑫依据包山楚简探讨了楚国州下辖里

的两种类型。何双全、苏卫国、岳庆平和孙闻

博探讨了“乡”的相关问题。⑨

( 二) 简牍与地名地望研究

一是里名研究。为了方便利用，学者们先

后对简牍尤其是汉简中出现的县名和里名进行

了整理，代表性成果先后有吴昌廉 《居延汉简

所见郡国县邑乡里统属表》、何双全《〈汉简·

乡里志〉及其研究》、周振鹤的 《新旧汉简所

见县名和里名》和大庭修 《居延汉简索引·地

名索引》。1991 年周振鹤 《新旧汉简所见县名

与里名》利用简牍辑录了里名 550 多个，县道

侯国名 206 个。2012 年晏昌贵 《增补汉简所见

县名与里名》对 20 余年来新出汉简如肩水金关

汉简中的新见县名和里名进行了辑录，得里名

275 个，县邑侯国 128 个，完善了和补充了相关

研究。张俊民也梳理了悬泉汉简与敦煌汉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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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廉: 《居延汉简所见郡国县邑乡里统属表》，《简牍学报》1980 年第 7 期; 周振鹤: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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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罗运环: 《论包山简中的楚国州制》，《出土文物与楚史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00 －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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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于效谷县的里名，共 45 个。① 二是地名考

证。于豪亮、陈直、杨铭、赵平安、苏辉、晏

昌贵、阎盛国、胡平生、陈松长、郝二旭、陈

伟、马孟龙、陈文豪、周宏伟对相关简牍中的

地名进行了考证。② 三是地望研究。郝树声、王

焕林、晏昌贵、钟炜、吴宝良、王伟、罗运环、

高崇文考证了相关地望。③

( 三) 简牍与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汉塞是确保河西地区安全的屏

障和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枢纽，出土于汉塞

沿线的简牍文书为我们今天弄清相关史实提供

了重要资料。学者们主要围绕出土于西北的居

延汉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出土文物，

从运输路线和邮驿路线两方面展开了相关历史

交通地理研究。围绕运输路线的研究有李并成

《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 ( 一) 、张

俊民 《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的几个问

题》、沈颂金 《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

及其相关问题》、宫宅洁 《悬泉置及周边———

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刘再聪 《居延里

程简所记高平媪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论证》、贾文

丽《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④

宋会群、李振宏 《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

何双全 《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

悬泉汉简 〈传置道里簿〉考述》、吴荣曾 《汉

代的亭与邮》、高荣 《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

置》、吴 礽 骧 《河 西 汉 代 驿 道 与 沿 线 古 城 小

考》、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李岩

云《汉代敦煌郡辖境邮、亭与置驿的设置》等文

章从不同角度对邮驿线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南方

简牍资料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比较少，目前学者

们主要关注的是荆湘地区。王子今《秦汉时期湘

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简和张

家山汉简为视窗》关注了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

中反映出当时湘江洞庭湖水系、水路、邮驿的重

要信息，弥补了以往在该研究方向缺乏资料的情

况，深化了我们对秦汉交通的认识。⑤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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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振鹤: 《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 12 辑; 晏昌贵: 《增补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 26
辑; 张俊民: 《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效谷县的“里”名》，《敦煌研究》2012 年第 6 期。

于豪亮: 《居延汉简释地》，《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陈直: 《居延汉简所见地名通考》，收入陈直: 《居延汉简研

究》，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 杨铭: 《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 赵平安: 《尹湾

汉简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9 年; 赵平

安: 《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苏辉: 《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
补证》，《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晏昌贵: 《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2005 年第2 期; 阎盛国: 《汉简烽隧命名特

点及文化蕴涵管窥》，《中国方域》2004 年第 1 期; 胡平生: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竹简 ( 壹) 〉地名、人名释文校

证》，收入卜宪群、杨振红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陈松长: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

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 郝二旭: 《“肩水”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1 期; 陈

伟: 《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地名小考》，《历史地理》第 26 辑; 马孟龙: 《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2012 年第 3 期; 陈文豪: 《“文德”地名考释》，收入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简牍学研究》
1998 年第 2 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周宏伟: 《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

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 2 期。
郝树声: 《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郝树声: 《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 ( 续) 》，《敦煌

研究》2005 年第 6 期; 王焕林: 《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 3 期; 晏昌贵、钟炜: 《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

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4 期; 吴宝良: 《说包山楚简中的“安陵”及其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
第 1 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吴宝良: 《试说包山简中的“彭”地》，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第 3 辑; 王

伟: 《里耶秦简赀赎文书所见阳陵地望考》，《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4 期; 陈伟: 《“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

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1 期; 罗运环: 《葛陵楚简鄂郢考》，收入罗运环: 《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

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382 － 385 页; 高崇文: 《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 年第 4 期。
李并成: 《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 ( 一) 》，《西北史地》1993 年第 1 期; 张俊民: 《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

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沈颂金: 《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收入西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简牍学研究》第 3 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日］ 宫宅洁: 《悬泉置及

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李力译，《简帛研究二〇〇四》; 张春龙、龙京沙: 《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武汉

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第 1 辑; 刘再聪: 《居延里程简所记高平媪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论证》，张德芳主编: 《甘肃省第二届简

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19 － 128 页; 贾文丽: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

位》，《内蒙古社会科学 ( 汉文版) 》2012 年第 1 期; 郭涛: 《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释地》，《历史地理》
第 26 辑。

王子今: 《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视窗》，《湖南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还有张春龙、龙京沙 《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

木牍略析》、郭涛 《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 “秦

始皇三十四年质日”释地》。①

( 四) 简牍与军事地理研究

军事地理研究主要从边防地理和防卫体系

两方面展开。边防地理研究有徐乐尧 《居延汉

简所见的边亭》、李均明 《汉简所反映的关津

制度》、王子今 《说张家山汉简 ( 二年律令·

津关令) 所见五关》、董平均《〈津关令〉与汉

初关禁制度论考》。② 讨论简牍所见秦汉防卫体

系的则有辛德勇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

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

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杨慧福 《汉代酒泉郡

北部塞防考述》、刘光华 《西汉西北边塞》。③

不少日本学者也对简牍相关军事地理问题颇感

兴趣，如日本学者佐原康夫 《关于居延汉简所

见肩水金关》、日本学者冨谷至 《汉代边境关

所考———围绕玉门关所在地》。

( 五) 简牍与农业地理研究

河西地区的农业研究主要根据居延汉简展

开。何双全揭示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农作物种类

和结构。徐元邦则分析了此地区的蔬菜种植种

类和管理情况。张芳讨论的是居延地区的水利

和屯田情况。④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蕴含丰富的历

史农业地理信息，学者们据此对孙吴时期长沙

地区的耕作技术、水利建设、农作物种植结构

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方高峰根据走马楼吴简推

断出孙吴时期牛耕已经在长沙普及，以及水利

灌溉工程比较发达。⑤ 李文涛则考述出三国时期

麦作已经推广，战马的喂养起到了促进作用。⑥

马智全也根据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的水利资料，

讨论了汉代肩水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情况。⑦

秦其文《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看秦代政府

对农业的保护》、于振波 《秦简所见田租的征

收》、陈振裕《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

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农业地理问题。⑧

( 六) 简牍与环境地理研究

简牍中反映的生态环境信息近年来受到学

者关注，尤其是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倪根金

《汉简所见西北垦区林业———兼论汉代居延垦区

衰落之原因》，侯丕勋 《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

理考述》，王子今 《汉代河西的 “茭”———汉

代植被史考察札记》，刘丽琴、何双全 《汉代

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初探》等文利用悬泉汉

简、居延汉简等相关简牍，深入系统地讨论了

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与变迁，为我们保护

·76·

历史学 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会群、李振宏: 《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河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93 年第 1 期; 何双全: 《汉代西北驿

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 年第 1 期; 吴荣曾: 《汉代的亭与邮》，

《内蒙古师大学报》2002 年第 4 期; 高荣: 《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简牍学研究》第 3 辑; 吴礽骧: 《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

古城小考》，收入李学勤、谢桂华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初世宾: 《汉简长安至河西

的驿道》，收入卜宪群、杨振红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李岩云: 《汉代敦煌郡辖境

邮、亭与置驿的设置》，张德芳、孙家洲主编: 《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11 － 124 页。
徐乐尧: 《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 《汉简研究文集》，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98 － 334 页; 李均明: 《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王子今、刘华祝: 《说张家山汉简

( 二年律令·津关令) 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 ［日］ 佐原康夫著、王启发译: 《关于居延汉简所见肩水金

关》，李学勤、谢桂华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一》; 董平均: 《〈津关令〉与汉初关禁制度论考》，《中华文化论坛》2007 年第 3 期。
辛德勇: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日］冨谷至: 《汉代边境关所考———围绕玉门关所在地》，卜宪群、杨振虹主编: 《简帛研究二○一○》，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杨惠福: 《汉代酒泉郡北部塞防考述》，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简

牍学研究》第 4 辑; 刘光华: 《西汉西北边塞》，《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何双全: 《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 徐元邦: 《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

业》1988 年第 1 期; 张芳: 《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1988 年第 3 期。
方高峰: 《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地区的牛耕推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方高峰: 《从走马楼吴简看长

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李文涛: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麦作》，《古今农业》2012 年第 1 期。
马智全: 《汉简所见汉代肩水地区水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秦其文: 《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看秦代政府对农业的保护》，《黑龙江史志》2014 年第 1 期; 于振波: 《秦简所见田租

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陈振裕: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西部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① 三国时期长沙地区

的生态环境也受到热议。王子今 《走马楼竹简

“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认为走

马楼吴简中的“波”和 “枯兼”现象，反映了

地貌变化和水资源状况。这一现象与气候变迁

的密切关系，尤其值得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的关

注。走马楼竹简所见相关现象，为东汉以来气

候转为干冷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明。② 类似探讨

还有张固 《走马楼吴简 “枯兼波簿”新探》。③

王子今还利用居延汉简资料中当时的生态环境

信息，探讨了当时有关野生动物的分布，认为

在人类定居生活刚刚开始的情况下，居延地区

野生动物尚可自由生息活动，种类和数量应与

现今有所不同。④

( 七) 简 牍 与 历 史 城 市 地 理、人 口 地 理、

文化地理研究等

肖爱玲《西汉末年城市等级结构分析———

尹湾汉简研究》、《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

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尝试

利用简牍研究城市地理，分析尹湾汉墓简牍和

张家山汉简所涉城市等级结构与特征，总结了

西汉初年汉郡城市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

的空间分布特征。⑤ 江南地域的婚姻习俗和楚地

祭祀文化也可以从简牍中得以窥探，成果有高

敏《从嘉禾年间 ( 吏民田家菊) 看长沙郡一带

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周宇 《从 〈甲

渠言部吏勿嫁娶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

婚姻奢靡问题》、高凯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

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工藤元男 《楚文化

圈所见卜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 〈柬大王泊

旱〉为中心》、晏昌贵 《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

习俗》《楚卜筮简所见地祇通考》。⑥ 杨芳对汉

代河西边郡人口、侯宗辉对西北边塞的流动人

口进行了探讨。⑦ 走马楼吴简和张家山汉简为长

沙郡人口地理研究提供史料。高凯 《从走马楼

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袁

延胜《松柏木牍 〈二年西乡户口簿〉人口资料

辨析》是相关研究成果。⑧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利用出土简牍资料

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区地理

和地名学研究和交通地理研究等方面，这些成

果解决了许多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填补了某

些领域的空白，推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目

前历史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文化

地理等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

简牍资料记载和反映的内容所致，另一方面也

和学术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方法有关，未来有

待于更多学者从各视角全领域进行开拓。

四、出土隋唐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20 世纪以来，大量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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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倪根金: 《汉简所见西北垦区林业—兼论汉代居延垦区衰落之原因》，《中国农史》1993 年第 4 期; 侯丕勋: 《悬泉和悬泉

置历史地理考述》，《简牍学研究》第 3 辑; 王子今: 《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甘肃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王子今: 《“不和”与“不节”: 汉简所见西北边地异常气候记录》，《简帛研究二○○四》; 刘丽琴、何双全: 《汉代河西地

区生态环境状况初探》，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出土文献研究》第 8 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王子今: 《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

张固: 《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王子今: 《简牍资料所见汉代居延野生动物分布》，《鲁东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肖爱玲: 《西汉末年城市等级结构分析———尹湾汉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1 期; 肖

爱玲: 《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4 期。
高敏: 《从嘉禾年间 ( 吏民田家菊) 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中州学刊》2000 年第 5 期; 周宇: 《从

〈甲渠言部吏勿嫁娶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姻奢靡问题》，《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2 年第 4 期; 高凯: 《从走马楼吴简看

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 年第 9 期; ［日］ 工藤元男: 《楚文化圈所见卜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

旱〉为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第 1 辑; 晏昌贵: 《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习俗》，见晏昌贵: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

理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50 － 62 页; 晏昌贵: 《楚卜筮简所见地祇通考》，《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第 181
－ 217 页。

杨芳: 《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1 期 ; 侯宗辉: 《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

人口及社会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1 期。
高凯: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2003 年第 8 期; 高凯: 《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

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 袁延胜: 《松柏木牍〈二年西乡户口簿〉人口资料辨析》，卜宪群、杨

振红主编: 《简帛研究二○一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出土，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与社会的珍贵的新

史料。目前出土的墓志中，以唐人墓志数量最

多，系统性最强，历史信息量最丰富，研究热

度最高，成果也最为丰富。学界对隋唐墓志的

研究可分为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两方面。

文献整理主要是对出土墓志进行释读、校

对、汇编，以方便其他学者使用。主要整理成

果有郝本性等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周绍良、

赵超《唐代墓志汇编》 ( 上) ( 下) ( 续集) ，

吴钢《全唐文补遗》与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

斋新藏专辑》，王其祎、周晓薇 《隋代墓志铭

汇考》，赵力光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

编》，赵君平、赵文 成 主 编 《洛 阳 墓 刻 拾 零》

( 上) ( 下) ，毛阳光、余扶危 《洛阳流散唐代

墓志汇编》 ( 上) ( 下) 。中国台湾学者毛汉光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与日本学者气贺泽保

规《唐 代 志 所 在 总 合 目 录》也 有 相 关 整 理

成果。①

上述墓志整理的众多成果，促进了隋唐墓

志的专题研究。马强倡导对唐人墓志进行历史

地理的综合研究，2013 年以来围绕其主持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出土唐代墓志铭历史地

理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工作进行研究，在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历史地理》等刊物发表多

篇论文，主要有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历史地

理研究的新拓展》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

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

通地理考述》 《出土唐人墓志所涉环境信息考

述》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

题》等，② 后分别收入 《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

中古社会》和 《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研究》

二书。前者以 20 世纪出土的逾万方隋唐墓志为

依据，结合传世文献，采取出土文献与石刻文

献相互印证的方法，对墓志所反映的中世纪中

国社会语境、家族家庭、社会阶层等问题进行

综合及细化研究。③ 后者则对出土唐人墓志所反

映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

研究，涉及唐代生态环境、政区、交通、经济、

乡村、地域评价等各个方面，是第一部全面利

用唐人墓志结合唐史文献进行唐代历史地理研

究的学术专著。学界利用唐代墓志进行历史地

理某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主要反

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出土墓志与城坊、地名和基层政区

研究

与简牍和其他出土文物相比，墓志资料最

具特色和价值的地方在于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

生活。隋唐墓志中丰富的地名资料为坊里研究

和地名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学者们纷纷利用墓

志资料对隋唐两京坊里空间分布、数量、宅地

进行考证和补辑。杨鸿年 《隋唐两京坊里谱》

综合利用古籍和隋唐墓志，将唐代两京城、坊、

里进行了考证和复原，一一排比，极大方便了

后人的使用。李健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进

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④ 辛德勇、阎文儒、闫万

钧也有相关研究。⑤ 对两京坊里名称和数量进行

考证的研究者有陈久恒、赵力光和程存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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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郝本性: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周绍良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 ( 上) ( 下) ( 续集) ，

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2 － 2001 年;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九册，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2 － 2006 年; 王其祎、周晓薇: 《隋

代墓志铭汇考》，北京: 线装书局，2007 年; 毛汉光: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 ( 1985 － 1999) ; ［日］ 气贺泽保规: 《唐代志所在总

合目录》，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1998 年; 赵力光主编: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 线装书局，2007 年;

赵君平、赵文成: 《洛阳墓刻拾零》 ( 上) ( 下)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

汇编》 ( 上) ( 下)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
马强: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3 期; 马强: 《出土唐人墓志所见唐

代若干环境信息考述》，《历史地理》第 33 辑; 马强: 《出土唐人墓志所涉交通地理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 年第 4 期;

马强: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2 期。刘冰涛、乔天: 《〈出土唐宋石刻

文献与中古社会〉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 年 1 期。
马强: 《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成都: 巴蜀书社，2018 年; 马强: 《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研究》，北京: 科学

出版社，2020 年。
杨鸿年: 《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李健超: 《增订两京城坊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 年。
辛德勇: 《隋唐两京丛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 年; 阎文儒、闫万钧: 《两京城坊补考》，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念海。① 两京城宅研究补遗的成果主要有刘汉忠

《唐两京坊宅补遗·补辑》和张萍的相关论文，

涉及两京各地各阶级的宅地范围。② 总体来说，

鉴于墓志资料的特殊性，学者多利用唐人墓志

对坊里数量、位置等进行考证，起补史证史的

作用，但是对相关制度却很少有学者进行深入

探讨。区域研究上，长安明显重于洛阳。

乡村基层行政制度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

发了 热 烈 的 讨 论，其 主 要 争 议 点 在 于 “村”

“里”是否有从属关系。武伯伦、日本学者爱

宕元认为 “村”即 “里”，二者无从属关系 。

程义、尚民杰却持相反观点，认为村里有别，

应该是村下有里。③ 张剑 《洛阳出土墓志与洛

阳古代行政区之关系》一文跳出了前述学者们

单一的认知范畴，认为应该辩证看待村里关系。

他以洛阳出土墓志中具体数据为基础，认为作

为地名时，村与里没有级别高低之分，而作为

行政区划使用时，二者应该有级别上的高低。

并且根据隋唐墓志资料中的具体数据，张剑还

分析了村与里在唐代不同时期地位高低变化的

问题。④ 张剑的研究为当今将唐人墓志与历史政

区地理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陈

呈、马强也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考论了长安、

洛阳两京的乡村里地名。⑤ 此外，张剑、赵振华

讨论了洛阳所辖县的数量、方位等，为相关区

域地名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⑥ 杜文玉、尚民杰

对长安县、万年县所辖乡里进行了补遗。⑦

( 二) 出土墓志与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隋唐墓志也可作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重

要史料。唐人墓志中包含了大量唐代折冲府的

基础信息，随着近年来墓志的不断出土，关于

唐代折冲府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沛的

《唐折冲府汇考》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在前

人的基础上，作者利用大量出土唐人墓志资料，

新增、新证府名一百余条，新补资料 500 条，

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促进了唐代府兵制

度研究的发展。⑧ 也有不少学者利用唐人墓志对

唐代折冲府府名和数量进行考补，如李方、王

其祎、张沛、周晓薇、陈国灿、杜文玉、刘思

怡、客洪刚。⑨ 整体来看，学者们利用唐人墓志

进行军事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集中性，

但是大部分学者仅限于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层

面，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在有关折冲府的渊源、

分布、结构等方面都没有涉及。

( 三) 出土墓志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学者们还利用唐人墓志进行了历史民族地

理研究，涉及的民族有西北的党项、突厥、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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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久恒: 《唐东都洛阳城里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年; 赵力光: 《唐长安城善和通化两坊考》，《文博》1993 年第 5 期; 程存洁: 《〈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补

正》，《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史念海: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1 辑。
刘汉忠: 《唐两京坊宅补遗·补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 年第 6 期; 张萍: 《由唐墓志增补两京城坊宅第》 ( 一)

( 二) ( 三) ( 四)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 年第 2 期。
程义: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4 期; 尚民杰: 《唐长安县、万年县乡村续考》，载

《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65 － 390 页。
张剑: 《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之关系》，载赵振华主编: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 朝华出版社，2002

年，第 140 － 148 页。
陈呈、马强: 《唐代东都洛阳县乡村里地名补考———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1 期;

陈呈: 《唐两京乡村地名考论———以出土唐代墓志为主的考察》，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张剑: 《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之关系》，载赵振华主编: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第 13 － 163 页; 赵振华:

《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载赵振华主编: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第 45 － 119 页。
杜文玉: 《唐长安万年县乡里补》，载史念海主编: 《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增刊，第 395 －

401 页; 尚民杰: 《唐长安县、万年县乡村续考》，载《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 ，第 365
－ 390 页。

张沛: 《唐折冲府汇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3 年。
李方: 《唐折冲府增考》，《文史》1992 年第 36 辑; 王其祎: 《唐折冲府考补遗三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 年第 4

期; 张沛: 《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文博》1995 年第 1 期; 周晓薇、王其祎: 《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1995 年第 3 期; 周晓薇、王其祎: 《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 年第 2 期; 陈国灿: 《吐鲁番出土文

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8 年; 杜文玉: 《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3
期; 刘思怡: 《唐折冲府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3 期; 客洪刚: 《唐折冲府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

第 4 期。



特人和一些西南民族。保宏彪 《从晚唐墓志中

的党项史料看唐朝与党项的关系》利用新发现

的党项族墓志探讨了晚唐时期的党项史地。① 周

伟洲对党项族的起源、发展历程、迁徙路径进

行了研究。② 牛致功、赵振华撰文讨论了初唐唐

突之间的战争与民族融合。③ 朱振宏、郭茂育、

艾冲等也在突厥汉化和民族融合方面进行了探

讨。④ 李鸿宾、程越、刘惠琴探讨了入华粟特人

的汉化过程。⑤ 毛阳光、刘铭恕从区域出发，讨

论了唐代洛阳地区的粟特人。⑥ 西南民族的研究

相对较少。霍巍讨论了唐初唐蕃关系; 郭声波、

姚帅探讨了唐与南诏的关系; 马强根据唐人墓

志探讨了西南民族边疆形势问题及唐人对西南

民族冲突的治理措施。⑦ 综上所述，利用唐人墓

志展开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依据

单篇或部分墓志对单一民族的汉化过程、民族

融合过程、民族本身的社会与宗教情况等进行

探讨。就研究区域来看，西北民族研究强于西

南，其他区域有待展开。

( 四) 出土墓志与其他历史地理研究

墓志所含信息丰富，以墓志为基础的历史

医疗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

史家族地理、地域观念等研究方向也有部分成

果。历史医疗地理是近年来利用唐人墓志进行

历史地理研究开辟的新领域。范家伟 《中古时

期的医者与病者》是此方面的开创性成果，采

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关注唐代药物和药市，强

调墓志在医疗地理研究中的作用。⑧ 范家伟之

后，陈昊、侯海洋、刘琴丽、彭金炳也都发表

了相关专文，对唐代不同时期的医疗史进行了

研究。⑨ 历史交通地理大都围绕 《大唐天竺使

出铭》展开。霍巍、李永宪、郭声波通过该铭

对唐时期中印交通做了研究。瑏瑠 因为墓志大多记

载墓主人的生平、仕途等，经济内容涉及较少，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也较少，仅有龚静利用

唐人墓志窥探了墓主的财富观，为唐代经济地

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瑏瑡 朱婧 《唐人地域观念

研究———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的考察》透过墓

志资料窥探了唐人对各个地区的地域评价。瑏瑢 乔

天以“河东三姓”为中心讨论了唐代和东海地

区的家族地理。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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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在出土文物与历史地

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也有部分不足，

未来应该在集中资料整合和增强学科属性、加

强综合利用出土文物进行历史地理重大问题探

讨等方面努力。

第一，从研究趋势和成果来看，出土文物

与历史地理研究整体成果颇丰，研究热潮基本

与文物出土时间吻合。围绕鄂君启节的历史地

理问题研究展开最早，目前已经基本解决了相

关问题。围绕马王堆汉墓和天水放马滩地图简

牍等出土地图的历史地理研究也基本得到了学

术界共识。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简

牍与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近几年随

着有重大影响的出土简牍减少，目前这一发展

势头正在减弱。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

隋唐墓志的不断发现，利用墓志进行历史地理

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并且目前正方兴未艾，

成为一门“显学”。

第二，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目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地名研究等，以

资料的考证、补证为主，社会、经济方面研究缺

乏。虽然近年来出土文物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数

量惊人，尤其是简牍和墓志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文

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总体而言只是量的积累，

而在很大程度上无质的突破，缺少对研究方法的

突破和反思。鉴于出土文物种类的复杂和数量的

繁多，或可推动出土文物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

整合相关资源，方便学者们进一步利用出土文物

进行深入系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第三，学科属性不够明确，缺乏系统性的

研究和权威专著。阎盛国在 《近三十年有关简

牍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综述》中提出，有意识

地利用简牍资料从事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逐渐形成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可概

括为“简牍地理学”。① 遵循其思路，未来或可

将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出土文物从事历史地理相

关问题的研究概括为 “出土文物地理学”，成

立专门性研究机构，组织召开相关学术会议，

创立专门性刊物，增强其学科属性，方能聚焦

更多学者目光，推动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研究

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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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Verification of Unearthed Culural Ｒelics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Geography:

A Ｒeview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Ｒesearch of Unearthed Cultural Ｒel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MA Qiang ＆ ZENG Wei-ying

(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of“dual-evidence method”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is no exception． Since the 1950s，historical geograp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Ejunqi Festival，unearthed maps，unearthed slips and unearthed epitaph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ich implications of China’ s traffic routes by land and water，historical divisions and maps，place-names，rural and grass-
roots societies from various aspects，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a mirror of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geography． But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weakness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like narrow visions，
separate rather than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a lack of comparison between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weak verification analysis and inadequate scientific analysis．
Keywords: dual-evidence method;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slips; epitaphs; relics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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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阎盛国: 《近三十年有关简牍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综述》，《历史地理》2014 年第 33 辑。


